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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董事会外部网络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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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既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企业长期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董事会作为制定企业战略的核

心,通过对创新资源的获取与运用影响企业创新水平。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从董事会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两方面,探析了董

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董事会外部网络的调节效应。 通过 2013—2021 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

现:基于“七同”关系属性形成的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董事会外部网络结构洞与网络中心性均可正

向调节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论不仅回应了学术界关于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中国本土情景相

结合的呼吁,而且揭示了董事会内部与外部网络的互动性,深化了对中国本土企业社会网络治理机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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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作为市场经营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不仅是遵循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内在要

求,更是积极响应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责任担当。 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一直是公司治理领

域盛久不衰的议题。 不同于国外企业创新以正式制度为导向,本土企业创新受到以本土关系网络为代表的

非正式制度影响[1] 。
在非正式网络影响下,公司治理,尤其是董事会团队管理,具有差序格局特征[2] 。 一方面,董事会成员

根据权力、资源的差异性,形成内部关系的“价值排序”,即权力越大,资源越多,关系优先级越高。 另一方

面,董事会成员根据老乡、校友等本土关系人口学特征,形成类似于“亲情”的网络联结。 当前非正式网络的

研究,主要聚焦于年龄、性别、工作经历等人员特征探索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网络联结[3-4] 。 但是,这些研究均

基于关系平等性原则,考察了易观察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等),却忽略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差序性和本土关系人口学特征(如老乡、同宗等),因此难以体现出本土非正式网络的特殊性。 对此,本文基

于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七同”关系属性(同学、同事、同姓、同行、同年、同胞、同宗) [5] ,探索本土情境下非正

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依据权变思想,人际关系的发展及作用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6-7] 。 如果非正式网络会对企业创新带来

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何时更显著? 何时具有正向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本土情境下

非正式网络发挥作用的具体情境,而且为提升非正式网络对于创新的积极作用提供管理意见。 目前为止,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此,社会网络理论的内部与外部网络交互观点为解答该问题提供

了一种可行的思路[8] 。 该观点认为,网络联结不仅存在于董事会内部,也同样存在于不同企业之间。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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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董事会内部网络,董事会外部网络反映了董事会成员在不同企业董事会的兼任情况
 [9] 。 受到董事会外部

网络的影响,董事会团队内部关系治理的作用会相应地增强或减弱[10] 。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董事会内外网

络,分别验证了网络结构洞和网络中心性,对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而解答

“本土情境下的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何时更显著”这一问题。
本文的潜在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关系差序性及本土关系人口学

特征,构建了本土化非正式网络,并进一步探索了其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不仅将非正式关系网络的研究视

角从关系平等性领域拓展到关系差序性领域,而且回应了前人研究对于将人口学特征与本土情境相结合的

倡议[11] ,有助于完善本土情境下社会网络的研究。 第二,通过探索网络结构洞、网络中心性与非正式网络的

交互作用,不仅揭示了董事会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的互动性,而且深化了对中国本土企业社会网络治

理机制的认识。

二、理论与假设

(一)社会网络与差序格局视角

社会网络是指一组行动者以及连接他们的各种关系的集合[12] 。 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团队内

部个体之间,也体现在团队外部的不同团队之间[13] 。 社会网络理论在管理学领域的应用,大多从社会网络

的结构特征考察其资源配置[14] 。 这种资源配置不仅体现在董事会外部网络的资源获取过程,也体现在董事

会内部网络的资源利用过程[15-16] 。
近些年,随着本土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将理论的普遍性和本土文化的特殊性相结合,构

建能够揭示和指导本土实践的理论体系[17] 。 回顾社会网络理论的相关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立足于西方文

化背景和企业实践,探索了基于人口特征(年龄、性别等) [18] 和认知特征(学历、职级等)形成的工作社会网

络[19] ,尚缺少对本土情境下关系(如同乡、同宗等)网络的探索,忽略了本土企业中工作关系与私人情感相

结合的现象。 与西方背景下基于个体间属性同质性和关系互动平等性形成的社会网络不同,中国本土情境

下形成的社会网络存在关系的差序性特征[2] 。 所谓“差”是指个体间根据亲疏差别而区别对待,例如董事长

会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董事,进行较多的思想交流,而对没有血缘关系的董事持疏远态度。 “序”是指网

络中等级化的关系氛围[20] ,例如董事会会议通常由董事长主持,并且在决策过程中董事长拥有较大的发言

权和决策权。 在企业内部的董事会团队中,由于董事长相比一般董事会成员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

源。 因此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的差序性往往体现在以董事长为核心,依据其与董事会成员的关系人口特

征的同质性而形成关系联结。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情境下的关系人口学特征通常表现为“七同”:同学、同事、同姓、同行、同年、同

胞、同宗[21] 。 儒家思想的人情观点认为,“七同”拉近了个体间的心理距离,使彼此在人际关系上相互认同、
亲近。 具体而言,首先同宗反映的是董事会成员间存在“父子” “兄弟”等关系,这意味着董事会成员间存在

直接的血缘关系[22] ;同姓反映的是董事会成员间存在相同的“姓氏”关系,相同的姓氏表明董事会成员之间

存在一定的祖先渊源,因此存在间接的血缘关系[23] ;同学反映的是董事会成员有在同一学校学习的经历,相
同的学习经历将会促进彼此进行深度的交流[24] ,同事与同行反映的是董事会成员有在同一企业工作的经

历,相同的工作经历有助于促进彼此进行合作交流[14] ;同龄是指董事会成员的年龄相同[18] ,减少了彼此之

间的代沟,使彼此更容易发现“共同语言”;同胞反映的是董事会成员为同一国籍,意味着彼此间将会产生共

同的归属感[25] 。 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1] ,采用“七同”关系属性作为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的

构成要素。
(二)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

纵观现有文献,对于组织内部网络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源于组织结构特征的正式网络,主要

是指个体之间由于受到职位、权力等因素的影响,彼此之间将通过工作任务关系形成正式网络[26] 。 例如有

学者认为组织可以通过集权、分权、正规化与垂直化等方式构建组织正式网络[27-28] 。 另一类则是源于人口

统计学特征的非正式网络,主要指个体之间基于相似的属性而相互吸引,在团队内部形成联系[29] 。 大量的

88

技术经济 第 43 卷　 第 6 期



研究表明,非正式网络将有助于个体间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8,19] 。
对比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正式网络是基于组织正式结构形成,通过组织的强制性规定促使个体间

进行任务合作;而非正式网络则是基于个体间的属性联系形成,有助于不同员工进行沟通与交流。 企业在

创新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30] 。 由于正式网络具有结构刚性的特征,信息在流通过程

中往往存在滞后性问题[31] ,有时难以有效应对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而非正式网络的弹性、灵活等特

点将更有助于员工及时获取关于创新的有效信息[19] 。 鉴于此,本文聚焦于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
(三)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主体,其核心职责之一是对公司重大问题做出决策[32] 。 一个科学合理的决

策往往决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创新水平的高低,而决策水平的质量主要依赖于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

对资源整合的有效程度[33] 。 本文所定义的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是指董事会成员以“七同”关系属性为基

础、董事长为核心构建的联结。 在以董事长为核心形成的非正式网络中,与董事长关系越亲密的董事会成

员,其在网络中越接近核心位置,反之则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由于创新活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30,34] ,因此需要参与创新活动的成员之间建立彼此信

任且长期稳定的关系。 当董事会内部基于“七同”属性构建了以董事长为核心的非正式网络时,非正式网络

将遵循“情感交换法则”进而形成个体间彼此信任的关系[17] 。 这种信任关系既可以避免董事会内部的人际

关系冲突[35] ,防止成员间因“情感内耗”阻断知识分享,也可以使网络中的成员在面临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

性挑战时,能够以董事长为核心共同“抵御”风险[36] 。 此外,在这种非正式网络中,成员之间往往存在情感

依赖,并且承担着维护和发展非正式网络的责任。 根据儒家思想的“关系”思想[37] ,董事会内部的人际关系

越亲近(如亲情或类亲情关系),彼此之间的义务性和责任感则可能越强。 因此在企业创新活动中,非正式

关系网络将赋予每位成员较强的责任感和奉献感,进而使得成员更加主动的投入企业创新。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影响(H1)。
(四)董事会外部网络的调节作用

社会网络的权变观点认为,董事会的行为受到董事会内部网络特征与外部网络位置的共同影响[38] 。 一

方面,董事会需要通过内部非正式网络实现成员间的知识互动和沟通;另一方面,成员间的非正式网络也需

要通过成员的外部网络获取新的知识[39] 。 通过董事会外部知识与董事会内部沟通机制的整合,影响着企业

的创新成果[40] 。 另外,当董事会依据本土关系属性形成非正式网络时,非正式网络将呈现为一个稳固的“圈

子” [17] 。 虽然这种“稳固性”强化了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和信息传递,但是会受到董事会成员在其他企业同

时兼任的影响。 尤其是当企业董事会与其他董事会进行互动时,由于在外部网络中的位置不同,其获取的

资源以及互动的形式会有所不同,进而有可能对内部非正式网络的“稳固性”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基于

此,本文从社会网络的结构洞和中心性视角[41-42] ,探索董事会外部网络对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

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1.

 

网络结构洞的调节作用

当董事会在外部网络中占据结构洞位置时,能够在不同的组织间发挥“信息桥”的作用,有助于获得更

多异质性信息,形成信息控制的优势[43-44] 。 例如,董事会 A 在董事会 B 和董事会 C 之间充当桥梁的角色,而
董事会 B 和董事会 C 并无直接联系,因此董事会 A 将占据结构洞位置。

当董事会占据结构洞位置时,该董事会将在外部网络中成为知识流动的枢纽,能够及时汇聚、整合不

同企业的知识和资源。 首先,结构洞位置可以帮助董事会获取多样化的信息和资源[45-46] ,使得董事会内

部非正式网络的知识储备更具多元性[47] 。 因此,通过结构洞联结,董事会将获取与创新相关的信息资

源,有利于提高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的信息处理效率,最终增强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创新的积极

影响。 此外,不同的企业均需要与处于结构洞位置的董事会建立唯一联系,这将使得处于结构洞位置的

董事会在外部网络中具有了筛选知识和获取独特性知识的优势 [ 48] ,降低了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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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冗余风险 [ 49] 。 在此背景下,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在维持内部高频率知识共享、知识互动的同

时,通过结构洞位置优势获取的异质性信息,有效避免了以董事长为中心构建的非正式网络出现“ 集

体思维”问题。 因此,当董事会处于结构洞位置时,将增强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之间的

正向联系。
当董事会未占据结构洞位置时,该董事会在外部网络中往往自主性较低,获取网络资源时将“受制于

人” [44] 。 首先,董事会获取的信息资源将极其有限,难以接触到与创新相关的关键信息。 有限的信息资源,
将难以发挥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的信息共享优势。 其次,由于董事会未处于结构洞位置,缺乏对网络资

源的控制能力,因此容易出现信息冗余的问题[44] 。 在此情境下,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进行知识共享时,存
在董事会内部信息同质性过高的风险。 一方面,信息同质性过高会引起董事会内部思想观点单一化,不利

于创新;另一方面,信息同质性将使得董事会在进行创新决策时,因无法获取较为完整的外部信息,而降低

了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抵御风险的能力。 因此,当董事会未占据结构洞位置时,将削弱董事会内部非正

式网络与企业创新的正向联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董事会外部网络结构洞正向调节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H2)。
2.

 

网络中心性的调节作用

网络中心性反映了与董事会有直接联系的伙伴数量[50] 。 董事会的网络中心性越高,说明董事会越接近

外部网络的核心位置,该董事会的伙伴数量也越多。
当董事会的网络中心性较高时,该董事会的合作伙伴数量也随之增加,相应的该董事会成员需要投入

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维护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这使得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中的成员需要同时协调

好董事会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因此董事会成员将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51] 。 “繁忙董事假说”认为,当董事

会成员过于忙碌时,将会陷入“精力耗竭”的困境,因此董事会成员难以有效履行董事职责,降低了董事会内

部非正式网络的信息传递效率[52] 。 此外,虽然处于网络中心性的董事会拥有网络地位优势[53] ,能够接触到

大量知识和资源,但对于资源和知识的掌握未达到控制的程度[48] 。 在此背景下,网络中心性较高的董事会

尽管接触到大量信息,但是容易造成信息冗余,增加了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处理信息的难度,制约了企业

的创新能力。
当董事会的网络中心性较低时,尽管该董事会的合作伙伴数量相对较少。 董事会成员往往有足够的精

力处理外部异质性资源。 董事会成员降低了与外界的频繁交流,有更多的精力用于维系内部非正式网络,
进一步提高了董事会内部的决策效率。 这也避免了董事会成员在处理董事会外部信息时的“精力耗竭”问

题。 在此情境下,一定程度的董事会外部信息也会弥补内部非正式网络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的信息缺失问

题,为董事会创新决策提供更为多元的视角。 因此,董事会的网络中心性影响着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

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董事会外部网络中心性负向调节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H3)。
综上所述,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并且受到董事会外部网络结构洞的正向调节影

响,以及网络中心性的负向调节影响。 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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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以 2013—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 董事会特征信息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
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对于董事信息缺失的样本,通过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新浪财

经、巨潮资讯网等途径进行补充。 企业创新数据选自 CNRDS 数据库,并通过 Wind 数据库和 CSMAR 数据库

进行补充。 参照万良勇和胡璟[54] 的研究,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

Winsorize 处理[55] 。 经过严格筛选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企业 1875 家,共计 8277 个年度样本观测值。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 Invention)。 借鉴 Ahuja[56]的研究,采用企业 2013—2021 年度申请的专利数目,将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总数加一并取对数,用于度量企业创新。

2.
 

解释变量

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Network)。 为充分体现中国情境下的社会网络特征,本文采用“七同”关系属性

(同学、同事、同姓、同行、同年、同胞、同宗)衡量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
具体测量方式如下:同学,判断董事会成员是否与董事长毕业于同一院校。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变量不

考虑董事会成员同一学校就读的学历类型(本科生或研究生),不强调同一时间入学、同一校区或相同专

业[57] 。 同事与同行,本文通过 Python 编程提取 CSMAR 数据库提供的董事会成员个人简历信息,以此来识

别董事会成员过往的工作经历,进一步判断董事会成员是否与董事长有过同一家企业的任职经历[14] 。 同

姓,判断董事会成员是否与董事长为同一姓氏[23] 。 同年,判断董事会成员是否与董事长出生年代相同[18] 。
同胞,判断董事会成员是否与董事长为同一国籍[25] 。 同宗,判断董事会成员是否与董事长为家族成员关

系[22] 。 以上编码,若董事会成员与董事长为相同关系属性则为 1,否则为 0。
非正式网络可通过网络密度进行衡量。 网络密度是指行为主体之间的直接联系,占所有可能联结的比

例,可以从全局反映董事会成员间以及与董事长关系的亲疏程度。 网络密度的具体测量如式(1)所示。

Network= Ties
N×(N-1) / 2

                                 

(1)

其中:Network 为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
 

N
 

为网络节点的总数量;Ties 为网络中的节点具有直接关系的数

量;N×(N-1) / 2 则表示在节点数量为
 

N
 

的网络中,理论上直接联系的数量最大值。
3.

 

调节变量

网络结构洞(Hole)。 借鉴陈运森[44] 的研究,衡量网络结构洞的方法主要有 4 种,分别是有效规模、效
率、限制度以及层级,其中限制度的使用最为广泛[42-44] 。 由此,本文采用 1 与限制度的差值来测量网络结

构洞。
网络中心性(Degree)。 参考左晓宇和孙谦[58]的研究,网络中心性为某企业直接与其他企业相联结关系

的数量,可直接反映董事会在网络中获取的信息数量,具体衡量方式如式(2)所示。

Degreei = ∑
j

X ji

g-1
                              

(2)

其中:
 

X ij 为企业 i 和企业 j 是否具有董事连锁关系,如果是则 X ji 为 1,否则为 0;Degreei 为与企业 i 有董事连

锁关系的企业数量;g
 

为上市公司当年担任董事的总人数,由于不同年份的上市公司董事数量不同,遂用

(g-1)来消除规模差异。
参考李小青等[41]的研究,测量方法具体如下:首先,在国泰安数据库(CSMAR)获得董事会成员兼任信息;

其次,将董事兼任企业进行匹配,剔除兼任职务为非董事的样本,并且通过新浪财经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年报进

行资料比对,剔除重名董事;再次,根据董事信息数据分年份构建“企业-企业”的关系矩阵;最后,运用 UCINET
软件计算得到董事会外部网络的限制度(Cij)以及网络中心性(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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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变量

本文从企业基本特征、财务指标、董事会三个方面选择控制变量。 具体如下:在企业基本特征方面,选
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性质(Soe)、上市年龄(ListAge)作为控制变量。 由于企业规模与企业年龄会影响企

业进行创新时的资源基础,而企业性质则会影响企业进行创新时的战略选择,因此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在企业财务指标方面,选取资产负债率(Lev)、管理费用率(Mfee)为控制变量。 由于企业的盈利水平会影响

企业进行创新时的资金投入程度,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在企业董事高管特征方面,本文选取股权集中度

(Top)、董事会规模(Board)、是否两职合一(Dual)、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作为控制变量。 由于股权集中

度、董事会规模、首席执行官(CEO)是否两职合一均会对董事会的创新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其作

为控制变量。 上述变量定义详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企业创新 Invention ln(专利申请数目+1)
非正式网络 Network 采用“七同”关系属性衡量

网络中心性 Degree 某企业直接与其他企业联结关系的数量

网络结构洞 Hole 1-限制度

公司规模 Size ln(年总资产)
企业性质 Soe 国有控股企业取值为 1,其他为 0
上市年龄 ListAge ln(当年年份-上市年份+1)

资产负债率 Lev 年末总负债除以年末总资产

管理费用率 Mfee 管理费用除以营业收入

董事会规模 Board ln(董事会人数)
股权集中度 Top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 / 总股数

是否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个人为 1,否则为 0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据除以总股本

年份 Year 年份的虚拟变量

(三)实证模型

第一,为验证假设 H1,构建了如式(3)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Inventioni,t

 =
 

β0 +β1Networki,t+∑Controlsi,t+Firmi+∑Year+εi,t
                   (3)

其中:因变量 Inventioni,t 为企业
 

i
 

第
 

t
 

年的创新水平;自变量 Networki,t 为企业
 

i
 

第
 

t
 

年的董事会内部非正式

网络;Controlsi,t 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Firm)和年份(Year)固定效应;β0 与 β1 为回归系数;
εi,t 为残差项。

第二,为了检验假设 H2,假设 H3,本文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见式(4)和式(5)。
Inventioni,t

 =
 

β0 +β1Networki,t+β2Holei,t+β3Networki,t×Holei,t+∑Controlsi,t+Firmi+∑Year+εi,t
                                                                           (4)

Inventioni,t
 =

 

β0 +β1Networki,t+β2Degreei,t+β3Networki,t×Degreei,t+∑Controlsi,t+Firmi+∑Year+εi,t
                                                                    (5)

其中:Holei,t 和 Degreei,t 分别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网络结构洞以及网络中心性;另外本文重点关注交互项系

数 β3。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 2 可知,2013—2021 年,A 股上市公司的创新水平( Invention)表现

出一定的差异。 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Network)均值为 0. 226;网络中心性(Degree)均值为 0. 372;网络结

构洞(Hole)均值为 0. 458。 经过计算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2,属于合理范围。 因此,回归模型不存在严

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表明所选变量符合回归分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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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

变量
Invention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Size 0. 507∗∗∗

(0. 031)
0. 509∗∗∗

(0. 031)
0. 509∗∗∗

(0. 031)

Soe 0. 055
(0. 094)

0. 052
(0. 094)

0. 051
(0. 094)

ListAge
-0. 002

(0. 046)
-0. 006

(0. 046)
-0. 004

(0. 046)

Lev -0. 441∗∗∗

(0. 108)
-0. 450∗∗∗

(0. 108)
-0. 448∗∗∗

(0. 108)

Mfee
-0. 184

(0. 168)
-0. 185

(0. 168)
-0. 180

(0. 168)

Board
-0. 081

(0. 103)
-0. 066

(0. 103)
-0. 084

(0. 103)

Top 0. 427∗

(0. 225)
0. 428∗

(0. 224)
0. 418∗

(0. 225)

Dual 0. 074∗∗

(0. 037)
0. 075∗∗

(0. 037)
0. 074∗∗

(0. 037)

Mshare 0. 325∗

(0. 181)
0. 339∗

(0. 181)
0. 333∗

(0. 181)

Network 0. 426∗

(0. 223)
0. 451∗∗

(0. 223)
0. 422∗

(0. 223)

Hole -0. 073∗

(0. 041)

Interact1
1. 157∗∗

(0. 492)

Degree
-0. 042

(0. 048)

Interact2
1. 369∗∗

(0. 538)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 792∗∗∗

(0. 686)
-8. 829∗∗∗

(0. 686)
-8. 806∗∗∗

(0. 686)
N 8277 8277 8277
R2 0. 230 0. 231 0. 231

　 注:∗∗∗ 、∗∗ 、∗分别表示
 

1%、5%、10%
 

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Invention 8277 2. 926 1. 872 3. 091 0. 000 9. 359
Network 8277 0. 226 0. 073 0. 222 0. 024 0. 444
Degree 8277 0. 372 0. 325 0. 333 0. 000 1. 333
Hole 8277 0. 458 0. 358 0. 667 0. 000 0. 900
Size 8277 22. 438 1. 714 22. 064 19. 804 29. 103
Soe 8277 0. 283 0. 450 0. 000 0. 000 1. 000

ListAge 8277 2. 049 0. 920 2. 197 0. 000 3. 332
Lev 8277 0. 433 0. 222 0. 417 0. 054 0. 955
Mfee 8277 0. 101 0. 103 0. 074 0. 000 0. 737
Board 8277 2. 109 0. 215 2. 197 1. 609 2. 708
Top 8277 0. 326 0. 150 0. 299 0. 080 0. 756
Dual 8277 0. 308 0. 462 0. 000 0. 000 1. 000
Mshare 8277 0. 135 0. 191 0. 009 0. 000 0. 678

(二)主要实证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1)中,董事会内部非正

式网络与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显著的关系[ β(回归系

数)= 0. 426,p(显著性水平) <0. 1]说明董事会内部非

正式网络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假设 H1 得到验证。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网络结构洞以

及与非正式网络的交互项(Interact1),交互项系数显著为

正(β= 1. 157,
 

p<0. 05),说明网络结构洞可以显著提高

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积极效应,假设

H2 得到验证。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调节

变量 网 络 中 心 性 以 及 与 非 正 式 网 络 的 交 互 项

( Interact2),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 1. 369,
 

p<0. 05),
说明网络中心性在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效应,因此假设 H3 并未得到验

证。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当董事会的网络中心性较高

时,与该董事会形成合作关系的直接伙伴也相对较

多[50] 。 因此在董事会外部网络中,网络中心性的提高

将有助于董事会拓宽知识获取渠道,并且与董事会内

部非正式网络形成有效互补[59] 。 董事会成员通过对内

外部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增强了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

络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 另外,位于外部网络核心

位置的董事会,将更容易获取关于企业创新的信息,提
高了董事会利用外部资源的机会与能力[42] 。 通过对信

息的利用,有助于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中的成员对

市场未来发展做出更为准确的预测,进而增强了董事

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 最后,董
事会越处于外部网络的核心位置,该董事会越容易获

取丰富的信息和资源,这将有助于增强内部非正式网

络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更好地应对在企业创新过程

中的挑战。 因此,董事会外部网络中心性增强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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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回归结果

变量
Invention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Network 0. 518∗∗

(0. 242)
0. 529∗∗

(0. 242)
0. 499∗∗

(0. 242)

Hole
-0. 033

(0. 045)

Interact3
1. 195∗∗

(0. 537)

Degree
-0. 015

(0. 052)

Interact4
1. 370∗∗

(0. 59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 427∗∗∗

(0. 763)
-11. 434∗∗∗

(0. 765)
-11. 426∗∗∗

(0. 763)
N 6107 6107 6107
R2 0. 217 0. 218 0. 218

　 注:∗∗∗ 、∗∗ 、∗分别表示
 

1%、5%、10%
 

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表 5　 更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回归结果

变量
Invention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Network
 

Index 0. 026∗∗

(0. 013)
0. 027∗∗

(0. 013)
0. 026∗∗

(0. 013)

Hole
-0. 041

(0. 046)

Interact5
0. 074∗∗∗

(0. 025)

Degree
-0. 015

(0. 052)

Interact6
0. 105∗∗∗

(0. 0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 276∗∗∗

(0. 758)
-11. 323∗∗∗

(0. 759)
-11. 303∗∗∗

(0. 758)
N 6107 6107 6107
R2 0. 217 0. 218 0. 219

　 注:∗∗∗ 、∗∗ 、∗分别表示
 

1%、5%、10%
 

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的正向联系。
(三)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

借鉴宋迪和杨超[60]的研究,本文采取专利授权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的衡量指标,具体通过对当年专利授

权数量总数加一取自然对数考察企业创新。 借鉴何瑛等[61]的研究,考虑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专利

授权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因此本文将解释变量(Network)滞后一期处理,结果如表 4 的模型(1) ~ 模型(3)
所示。

模型(1)中,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存

在正向显著的关系(β = 0. 518,
 

p<0. 05)说明董事会内

部非正式网络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 模型(2)在模

型(1)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网络结构洞以及与非正

式网络的交互项( Interact3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 =
1. 195,

 

p<0. 05),说明网络结构洞可以显著提高董事会

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积极效应。 模型(3)在

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网络中心性以及与非

正式网络的交互项( Interact4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β= 1. 370,
 

p<0. 05),说明网络中心性在董事会内部非

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通

过更换企业创新的衡量方式后,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

络依然对企业创新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网络结

构洞与网络中心性均对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

创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这证明了分析结果的稳

健性。
2.

 

更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

借鉴前人的研究,采用社会网络指数衡量董事会

内部非正式网络(Network
 

Index)。 具体而言,借鉴韩炜

等[19]的方法构建董事会内部社会网络联结指数。 首

先,根据董事会中每两位成员在“七同”,即七种关系属

性是否相同,进而计算董事会内部的非正式网络联结

数量。 具体而言,若两个董事会成员在某个维度上相

同,则联结数量记为 1。 进一步,将董事会内部所有成

员进行两两比较,计算得出董事会内部社会网络联结

总数,以此衡量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 被解释变量

采取企业当年专利授权数量总数加一取自然对数进行

衡量,考虑到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专利授权

的影响存在滞后性,本文将解释变量(Network
 

Index)滞

后一期处理,结果如表 5 的模型(1)、模型(2) 与模型

(3)所示。
模型(1)中,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存

在正向显著的关系(β=0. 026,
 

p<0. 05),说明董事会内部

非正式网络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 模型(2)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网络结构洞以及与非正式网络的

交互项( Interact5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 = 0. 07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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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1),说明网络结构洞可以显著提高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积极效应。 模型(3)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网络中心性以及与非正式网络的交互项( Interact6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 = 0. 105,

 

p<0. 01),说明网络中心性在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通过更换董事

会内部非正式网络的衡量方式后,结果与前文并无明显变化,进一步证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 2013—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

模型。 通过检验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董事会外部网络的调节效应,本文发现:第
一,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第二,董事会外部网络结构洞在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

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第三,董事会外部网络中心性在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

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二)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以董事长为核心通过“七同”属性构建了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进而探索其对于企业创新

的影响。 这不仅是将中国本土化网络关系应用于董事会团队治理的重要尝试,而且丰富了在社会网络视角

下提升企业创新的本土化相关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强调“国际通用研究范式与本土文化特

色相结合” [62-63] 。 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当属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亲情思想和差序格局虽然在公司

治理领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64] ,但尚缺乏与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相结合。 本文证实了基于“七同”属性

构建的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具有的正向影响,这既回应了以往研究对构建多类型社会网络,
以及挖掘本土关系人口学特征的呼吁[65] ,也应证了企业应关注以董事会成员特征为基础考察董事会内部非

正式关系的观点[66] 。
第二,探索了董事会内外网络交互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社会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做出了

拓展,加深了董事会对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关联性的理解。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探索了组织内外网络对于

创新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大多从组织内或组织间网络的单一视角进行研究[48] 。 虽然部分研究开始探索组织

内外网络的协同作用[67-68] ,但这些研究仅探讨了组织内外部知识网络的协同效应,而忽视了组织内外部人

际关系网络的互动。 缺少对组织内外部人际关系网络互动的关注,既不利于准确评估组织的整体网络状

况,也不利于建立有效的网络管理机制。 本文通过网络中心性和网络结构洞证实了董事会外部网络对于董

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的规范和调整作用,不仅回应了学界关于探索内外网络互动性的呼吁[68-69] ,而且回应

了相关研究提出的“未来研究应从董事会外部网络位置考察其对内部治理的影响”的倡议[70] 。
(三)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管理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第一,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下,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依赖于“七同”关系,员工彼此之间会形成“类

亲情”关系。 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构建知识共享平台、信息沟通等非正式渠道,在董事会“七同”关系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成员彼此间的尊重、相互信任,进而建立长期稳定的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 此外,董事长作

为非正式网络的核心,应主动维护和发展成员间的人际关系网络,提升董事会成员对企业的责任感与信任

感。 这将有助于提高董事会成员的知识共享程度与决策参与水平,为企业的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董事会应重视外部网络的资源获取功能,这是提升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企业应该鼓励

董事会成员主动拓展自身的网络关系,充分发挥其在不同董事会之间资源流通的桥梁作用,进而提高董事

会在外部网络中的位置与地位。 另一方面,董事会应当完善外部网络与内部网络的互动机制。 尽管董事会

外部网络资源对补充和提升内部知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董事会外部网络资源能否有效促进企业创新,
还有赖于董事会内部网络的信息处理效率与知识共享程度。 因此,董事会应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进行网络

能力提升,进而实现董事会外部网络与内部非正式网络的协同效应,最终提升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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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需后续研究予以关注、解决。 首先,由于难以接触到上市公司董事会成

员,以及企业年报、招股说明书对董事会成员的信息披露有限,因此本文仅对董事会“七同”属性进行考察,
而代表中国传统关系的属性还有同乡、同好等。 未来可以通过开放式问卷、访谈等方式搜集董事会成员的

户籍信息以及兴趣爱好等信息,进而完善对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的分析。 其次,对于外部网络的考察,未
来可以从组织间的研发关系、专利合作等角度构建外部网络,通过组织外部的合作网络考察其对内部网络

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最后,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针对企业高层(董事会),由于企业的中层以及基层

管理者强调企业战略决策的执行以及上下级间的协调配合关系,因此研究结论对企业中层以及基层管理者

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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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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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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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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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is
 

recognized
 

as
 

a
 

crucial
 

driver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key
 

factor
 

for
 

enterprises
 

to
 

gain
 

long-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s
 

the
 

core
 

entity
 

responsible
 

for
 

formulating
 

corporate
 

strategy,
 

influences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in
 

a
 

company
 

through
 

the
 

acquisi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novative
 

resources.
 

Drawing
 

on
 

social
 

network
 

theory,
 

the
 

impact
 

of
 

informal
 

internal
 

board
 

network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xternal
 

board
 

networks
 

were
 

examined.
 

Data
 

from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3
 

to
 

2021
 

were
 

utilized,
 

and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nformal
 

internal
 

board
 

network,
 

formed
 

based
 

on
 

the
 

“ seven
 

similarities ”
 

relationship
 

attribute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orporate
 

innovation.
 

Additio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ormal
 

internal
 

board
 

network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is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the
 

structural
 

holes
 

and
 

centrality
 

of
 

the
 

external
 

board
 

network.
 

The
 

studys
 

conclusions
 

not
 

only
 

respond
 

to
 

the
 

academic
 

call
 

for
 

the
 

integration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local
 

context
 

in
 

China,
 

but
 

also
 

reve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board
 

networks,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network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Keywords:

      

board
 

of
 

directors;
  

informal
 

network;
  

structural
 

hole;
  

cen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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